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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強勢主控以及文化全球化的脈絡下，

各國經常採用國際合製（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策略以維

繫本國電影工業；台灣政府近年來也加入推動行列。但國際電

影合製不僅是經濟行為，更涉及了不同文化與藝術之交流以及

其間複雜的權力動態關係。本文從國際電影合製的發展歷史與

爭議切入，並以重要國際合製計劃與組織為例回應相關議題和

辯論，嘗試對台灣電影政策有所啟發和提示。 

 

 

 

 

 

 

 

 

 

 

關鍵詞： 文化全球化、國族電影、國際電影合製、電影政策、

歐影（Eur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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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識 

當今全球電影生態是一個以美國電影工業為主導地位的全球電影市

場體系（global film market system），由資本主義運作邏輯主控並以好

萊塢為體系核心，絕大部分其他地方的電影工業共同參與或被結合於其

中，並以全球為規模不斷進行結構化的電影生產與消費體系。 

然而此一體系並不存在固定結構，各地電影工業與電影工作者擁有

不同之政治經濟條件，因此在行動上具有不同可能性也受到不同限制。

為了取得生存與發展，他們一方面尋求在這個體系中找到最適當定位，

另方面也與好萊塢及其他國家電影工業和電影工作者建立相對關係。 

面對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在此一體系中的持續強勢，各國政府或採

守勢（如實施進口或銀幕配額、徵收特別稅）或採攻勢（資助本地電影

工業、主動介入市場行銷）或兩者並用，其旨均在期盼能夠同時在經濟

意義與文化意義上維繫本國電影工業；而國際合製（international co-

production）正是普遍採用的手段之一。 

部分學者認為（參見 Johnston, 1992∕沈蕾譯，1997；Hoskins, 

McFadyen & Finn, 1997），國際合製有利於多方籌措資金、分攤風險、

增加市場、促進創作資源共用等優點，但因其純從經濟角度思考，常忽

略了國際合製實也是文化交流問題。 

對於參與國際合作製片的國家來說，除了希望合製計畫能為國內電

影工業帶來生機外，更重要的目標在於期待健全的電影生產狀況能夠擔

負起更多紀錄社會和發展文化的責任；就這一點來說，國際合製勢必面

臨該選擇什麼題材或以發揚哪些文化元素為重。更困難的是，這些文化

社會任務又如何能無損於（甚至有助於）電影本身的藝術表現？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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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將總是環繞著國際合製的理論與實務。 

至於陷入發展困境已超過二十年的台灣電影工業，其所面對的最大

問題是充滿內在矛盾的國家電影政策。從 1980 年代晚期起，政府的電

影輔導政策焦點就放在資金輔導，而從 1989 年實施至今的國片輔導金

辦法更是晚近台灣電影工業賴以存活的唯一憑藉。 

但另一方面，政府卻不斷鬆綁或放棄各種防禦性的政策手段，如於

1986 年取消所有配額措施並陸續放寬單一外片上映的戲院數和拷貝

數。加上因為輔導辦法頻繁修正卻又缺乏發行與映演配套政策，台灣電

影至今未曾顯現明顯復甦跡象。 

至於主動鼓勵國際合製的措施，長久以來未曾出現在政府電影政策

的規劃範圍。不過，由於台灣電影工業生產仍舊不見起色，而整個社會

在其他經濟面向又漸習以引進外資或與外國企業合作作為解決問題的手

段，因此由政府出面提供誘因鼓勵國際合製電影的構想似也逐漸成形，

成為新一波電影輔導政策重心。 

根據 2003 年 12 月 16 日立法院通過的《電影法》修正案，原第二

條第八款「稱國產影片者，指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立公司製作、編、

導、主演，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已被刪除，並在第七款增列「前

第七款所稱國產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等寬鬆模糊字句。 

而主管機關新聞局電影處的修法說明正是：「為向國際爭取資金，

引進技術，使跨國合作電影片得以適用國產電影片之獎勵與輔導，爰放

寬國產電影片定義」。此處的政策思維對於合製並未提供深度說明、評

估和探討，只是理所當然地認為合製必然是正面有效策略。然而誠如上

述，無論是從經濟或文化層面加以檢視，合製策略仍有爭議，可能存在

著盲動短視或簡化問題等常見的電影政策弊病，亟需正視並進一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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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事實上，台灣電影近年來已經存在幾種模式的國際合製案例。第一

種是由好萊塢電影工業投資特定創作者並以全球市場為目標，台灣僅以

少數人力與資金參與的製作案。如以李安導演的【臥虎藏龍】（2000）

為例，台灣本地電影工業並未實質參與【臥虎藏龍】的生產，且李安的

條件不易複製。 

第二種類型同樣由好萊塢電影公司投資特定創作者，但以區域（亞

洲或華語）市場為目標，台灣電影工業在資金和人力方面投入較多；案

例包括由哥倫比亞公司投資的【雙瞳】（2002）與【20、30、40】（

2004）。在此類案例中，台灣電影工業的參與程度雖然較高，但主動權

操之在外國資本，因而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 

第三種是非好萊塢的其他外國電影公司（主要來自歐洲和日本）投

資特定國際知名的台灣藝術電影導演，進行自主性較高的藝術電影創

作，並以國際藝術電影市場為目標。這類例子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和蔡

明亮等人的作品，運作模式已有十數年歷史。 

第四種模式則是台灣創作者或電影公司主動尋求中國大陸方面的合

作，包括資金、人力、拍攝場景，並將目標市場定位為納入中國大陸的

兩岸華人市場，或以中國大陸市場為主的考量，晚近例子如【空手道少

女組】（2004）。同年出品的另部合製電影【五月之戀】（2004）有來

自法國和中國大陸方面的參與，可以說是第三和第四種模式的混合（參

見魏玓，2005a）。 

綜觀上述四種國際合製電影模式雖各有不同市場定位與操作方式，

基本上仍係以商業考量為主，如前兩種模式係由好萊塢電影公司主動篩

選具有市場潛力對象進行投資與合作，而後兩種模式則屬台灣方面主動

向外尋求合作機會，將輔導金與稅賦優惠作為另種形式投資，雖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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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尋求合作誘因但實難以發揮重要的吸引效果。更重要的是，這些零

星商業合製模式未對台灣電影工業復甦或電影文化提昇起到實質作用（

李亞梅，2002；聞天祥，2002 年 10 月 27 日）；新聞局雖然有意鼓勵

這方面的電影實務，但其放寬電影身份認定的手段顯仍不足。  

本文將以幾個國外經由國家或公共力量主動參與的電影合製案例為

討論焦點，包括設立於「歐洲理事會」（European Council）之下並以

整個歐洲為單位設計的跨國電影合作組織「歐影」（Eurimages）基金

會、北歐國家間的區域性影視合作組織「北歐影視基金會」（Nordic 

Film and TV Fund, NFTF）以及部分積極投入國際電影合製的特定國家

（加拿大和法國）所採行之國際電影合製政策和實務。透過這些案例探

討，本文一方面回應國際合製之理論與實務相關議題與辯論，另方面也

嘗試提供參照面向，以期對台灣的電影政策有所啟發和提示。 

以下先從電影國際合製相關議題切入以設定適當分析面向，接著進

入各個案例分析，討論其相關規定、運作架構及輔導成效，並進一步評

估類似機制的操作與影響。最後則在結論部分回應國際合製的理論議題

與意涵，整理出國際合製策略值得注意的要項，以供台灣相關政策的思

考和規劃參照。 

貳、國際電影合製的實務與歷史 

印度傳播學者 Pendakur（1990: 194-5）曾為國際合製提出較為寬鬆

定義：「一個電影或電視製作者所採用的重要機制，從世界各個地方整

集資金或勞工，並藉此掌握全球市場」。他並將這個機制區分為下列四

種操作方式：某一國家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製、多個國家間公共機

構與私人機構的合製、從不同國家集資、由國家出面訂立的條約合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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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 co-production）。 

Miller, Govil, McMurria 與 Maxwell（2001）則將合製簡單分為兩

種：第一種是經過參與國政府某種形式之認可，並獲政府津貼或是賦稅

減免等優惠的計畫，可稱之為條約合製。第二種是跨國民間企業間的商

業行為，沒有涉及政府特定管制措施，稱之為股份合製（equity co-

production）。後者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潮流下愈形普遍，不過因屬私人

企業的商業操作而較不涉及國家政策的主動引導；本文討論的國際合製

對象係以前者為主。 

綜合來說，本文所討論的國際（或跨國）合製，限定在政府或公共

力量以某種形式介入引導的合製組織和計畫，不過對合製實務則採較為

寬鬆定義，泛指來自兩國（含）以上的電影機構間以合作方式進行電影

製作，無論是僅有資金方面的共同投資（co-financing）或涉及其他電影

製作環節如劇本、演出或後製等實質合作均屬之。以下探討國際合製重

要案例的發展歷程以及引發的相關議題。 

在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威脅下，歐洲地區的合製策略可謂歷史悠久，

從二次大戰之後就已陸續出現（Jackel, 2003），其中以法國為先驅且最

積極，與義大利早在 1949 年就簽訂了有史以來第一份國際合製同意書

（Guback, 1969; Jackel, 1996: 85-7），晚近則與近四十個國家簽有國際

合製合約。1994 年到 1998 年間，法國佔歐洲合製劇情片總量的 49%，

其次才是德國（29%）與西班牙（28%; Miller et al., 2001: 84-85）。 

另一熱衷於合製的國家則是大西洋彼岸的加拿大，在 1997 年就已

存在超過四十份的國際合製協約（Hoskins, McFadyen, & Finn, 1997: 

100），而在 2006 年這個數字已經達到五十三個（Telefilm Canada, 

2006）。只要是官方許可的合製案例都可享有來自國家級電影發展機構

「加拿大電影發展協會」（Canadian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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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C）的經費補助及其他減稅優惠（Pendakur, 1990: 194-221; CFDC

已於 1983 年轉型並更名為 Telefilm Canada，本文稍後將再述及）。 

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的各個核心機構咸認為，國際合製是

增強歐洲電影和電視節目競爭力並足以與好萊塢抗衡的重要手段，因而

從 1990 年起，歐盟國家間的合製案例迅速增加。到了 1990 年代中後

期，每年生產超過五百部的歐洲電影中約有 30% 是合製產品（Steil, 

1996: 49）。在此背景下，歐盟於 1989 年在歐盟理事會（Council of 

Europe）之下創立了「歐影」基金作為主動整合歐洲各國資源促進跨國

電影合製的官方機制。除了在生產層面的補助鼓勵外，歐盟也沒有忽略

產品的流通與放映層面，有 90% 的資金投注在生產補助，另外 10% 

則用來協助這些合製影片的發行和放映；關於此點，本文稍後也將再行

說明。 

事實上，在促進影視產品的流通和發行方面，歐盟最主要的跨國媒

體產業總體發展計畫「米迪亞」（MEDIA）是更重要的機制（盧非

易，2003）。以提升歐洲影視產業競爭力為目標的 MEDIA 計畫至今已

進入第三期，第一期 MEDIAⅠ（1991-1995）與第二期 MEDIAⅡ（

1996-2000）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目前推動第三期 MEDIA PLUS（2001-

2006）並以因應數位科技環境變遷為主要宗旨。不過，其最重要任務仍

是輔導歐洲本地影視產品的發行，預算分配占總預算三億五千萬歐元的

57.5%。2 

MEDIA 計畫並不直接補助合製電影的生產，但其中名為「歐洲影

視 產 品 獨 立 市 場 」 （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An Audio-Visual 

Independent Market, EURO AIM）的子計畫則負責發展數個產業交流平

台，促進各國影視產品買賣雙方及製作人與投資人間相互接觸與對話。

獨立製片者可以在這些場合展示製片計畫或是半成品，以吸引各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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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作機會（Steil, 1996: 52-56）。 

在亞洲方面，1998 年香港參與的國際合製電影佔總產量的 22% 居

冠，中國則以 7% 排名第二（Miller et al., 2001: 84-85）。香港電影的

合製模式主要是商業性質的股份合製，而中國的合製電影按規定必須經

過國有企業「中國電影合製公司」許可與管理方可進行。 

中國電影合製公司成立於 1979 年，而自 1980 年到 1990 年代晚

期，其以被動因應方式處理愈來愈多來自外地的合拍或協拍要求，特別

是香港與台灣的電影合拍計畫；這類合製計劃在 1990 年代達到高峰。

不過晚近中影合製公司已轉被動為主動，甚至不排斥與好萊塢合作，著

名例子是與好萊塢的 Miramax 公司合作拍攝，由張藝謀導演的【英

雄】（2002）及【十面埋伏】（2004）。因此，以中國大陸與香港電影

工業在亞洲區域市場的重要地位及與台灣電影工業發展的密切關係來

看，其目前運作方式與影響值得我們觀察與注意；但是本文將不會處理

這個部分。 

從自由主義經濟學重視市場和效益的角度來看，國際合製的優點很

多，包括：整合財務資源、取得各地方政府給予的政策誘因或補助、進

入合作對象所在市場、藉此進入第三者市場、藉由合作參與其他電影工

業發起的製作計畫、得以方便前往合作對象所在之拍攝場景、合作對象

當地提供較為廉價的成本、從合作對象身上學習等（Johnston, 1992∕

沈蕾譯，1997；Baltruschat, 2002; Hoskins & McFaden, 1993; Hoskins et 

al., 1997: 106-112）。 

這些所謂的優點實也是大部分業界或政府採取此一策略時的期待與

理由。但是同樣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角度來看，國際合製也可能有缺

點，包括：排序與權利的協調成本提高、拍攝總成本增加、管理控制權

喪失、官僚文書作業增加、國際合作對象投機或詐欺、易於製造新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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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對手，以及合作各方製作習慣不同等（Baltruschat, 2002; Hoskins 

et al., 1997: 112-113）。 

現實經驗確也顯示，並非所有合製計畫都能如願以償，如 Kallas（

1996）就發現，晚近歐洲國家合製計畫所付出的成本都遠高於一般各國

內部製作。以投資報酬率來說，他認為這些計畫「顯然並沒有強化歐洲

影視工業的體質」。當然，這也可能是計畫執行層面不理想之故，非此

模式的問題。 

事實上，國際合製帶來的問題還不只在經濟方面，其文化意涵實更

重要卻常被忽略。在這個議題上，歐洲內部主要存在著兩種看法：第一

種認為，日益增加的歐洲跨國合製活動將逐漸形成獨特「歐式美學」（

European aesthetics ） ， 或 至 少 是 帶 有 「 歐 洲 特 色 」 （ European 

specificity）的影視工業（Hallenberger & Krewani, 1996）。 

另有學者認為，在愈來愈形分歧的歐洲各國市場狀態下，國際合製

能 夠 綜 合 各 國 不 同 文 化 特 徵 並 產 生 各 種 新 的 混 雜 形 式 （ hybrid 

forms），增加整體影視產品的多樣性（Wieland, 1996）。第二種看法

較為負面，認為這種國際化的製片過程將製造出「歐洲四不像」現象（

Euro-puddings; Jackel, 2001)。 

這兩種看似相互對立的論點基本上皆部分承襲自文化全球化論點（

Tomlinson, 1999），該論點已被批評有過度樂觀或簡化的危險（相關辯

論參見 Curran, 2002）。正如 Murdock（1996: 107）指出，合製畢竟不

是單純的成本分攤或文化加總，而是明顯的符號介入過程（symbolic 

intervention）。由於目前絕大多數合製計畫都有經濟考量，也就傾向於

選擇能在跨區市場具備最大獲利潛能的主題與類型，因而也就意味著：

第一，這些產品極可能與在地文化與社會脈絡產生某種相對疏離；第

二，總是選擇某些國際知名創作者與明星而加強既有創作生態秩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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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傾向選擇市場熟悉或流行類型和敘事形式，易於因產品利潤考量而

引發文化限制（cultural restraints）。 

長期研究國際電影合製活動的 Jackel（2001）也指出，國際合製企

圖維繫或發揚合作夥伴國的國家文化，但是卻很容易生產出文化刻板印

象（stereotypes）。Baltruschat（2002: 4）則指出，國際合製電影多以冒

險動作、科幻、神話等跨越地域限制的通俗類型為主。Miller 等人（

2001）的看法更為悲觀，他們認為歐洲國家間無論是以條約合製方式模

仿好萊塢大型製作或由私人影視集團與好萊塢合作，實都無法真正擺脫

好萊塢影響而實現發揚歐洲文化的目標。 

總之，正如上述 Murdock 所言，合製策略的經濟與文化意涵不能

用簡化的表面事實來理解，需要更具體且深入的檢視。另一方面，促進

國際合製的電影政策也須正視其在經濟與文化意義的複雜性，政策制訂

與評估皆應更為謹慎。 

參、國際電影合製的爭議與辯論 

綜合上節討論，國際電影合製顯已涉及了經濟與文化面向議題及兩

者間的調和、矛盾、衝突，而文化面向又可區分出兩個次面向：第一是

電影的美學表現與藝術成就，其次則是電影能否表現出參與合製國家的

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特色。 

就任何國際合製電影計畫來說，能夠同時在此三方面成功當然最是

理想。然而實際運作絕對遠比這樣單純的期待來得複雜，不但各面向分

有其評斷結果時所須面臨的議題，各面向間的矛盾與協調也應有所思

考；本節將就此討論。 

首先就各單獨面向考量來說，經濟面向成果較易判斷，基本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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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指標，第一是合製計畫是否透過節省成本、獲得補助及擴大市場手

段進而提高電影成品利潤。第二，合製計劃是否能因此活絡合作各方在

地電影工業運作而促進電影生產，並增加電影工作人員就業機會或提高

其專業技術水準。 

其次，美學面向的成功牽涉到主觀的品味判斷，其中便有見仁見智

成分以及部分特定個人或群體的評斷較其他人更具權威等文化資本問

題。不過，就電影此一藝術形式來說，包括故事的創新性、導演的場面

調度、演員的表演品質，乃至於燈光、服裝、剪輯和攝影等元素的評

斷，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畢竟仍存在某些共同標準，亦即其美學表現的優

劣並非全無形成共識的可能。 

如果說美學方面的判斷尚稱相對明確和可行，那麼相較之下，文化

面向的評估則遠為複雜和困難。國際合製電影的文化面向牽涉到更多層

次的文化政治運作，以及更為變動不羈的標準和界線。正如稍早所示，

在不影響電影藝術創作完整性之前提下，參與合製國家間如何協調、創

造出一個讓各國文化都能「恰如其分」呈現的成品（如究竟是要尋找某

種各國「共有」文化元素或是某種「各適其所」的混合表現），實是高

度難解問題；畢竟，文化融合與互動不是出資、合資那麼簡單的數字與

百分比遊戲。 

這個問題又因各國所謂「國族文化」的組成與定義而更顯複雜。晚

近社會與政治學界的討論基本上已經接受「國族」（nation）與「國族

文化」並非千古不變而是想像建構的結果（Anderson, 1991; Gellner, 

1983; Hobsbawm, 1990）。換句話說，任何對於國族文化內涵的劃定皆

意味著經過選擇、排除甚至是壓制的過程。哪些算是「我國」的文化特

色？哪些不是？誰又有權力來決定？這些問題的解答在在涉及到該國之

內的文化動態與民主政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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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術界對於當前全球化時代之「民族國家電影」或是「國

族電影」（national cinema）概念是否猶有意義已有不少辯論。部分學

者認為（Higson, 1989, 2000; Moran, 1996; Nowell-Smith, 1985），既然

固定的國族文化與國族認同概念都已無效，談論國族電影也沒必要了。

他們認定國族電影這個概念與範疇具有限制性與僵固性，反之外來進口

電影的通俗性與多樣性則受到他們的高度肯定。基於此種看法，

Hedetoft（2000）主張在全球化時代應該重新界定國族電影為變動或暫

時性的概念，或是跨越邊界（trans-boundary）過程，而非一組固定不變

的特性。 

這類論點雖然正確地凸顯了國族概念的建構面向並提示了國族電影

不應具有固定內涵，但顯然也巧妙地迴避了國族電影對在地社會與文化

的責任問題（social and cultural accountability），以及好萊塢電影擠壓

在地電影生存與發展空間的結構性權力問題。 

Hill（1992）便曾批評，Higson 等人不應將「國族特殊性」（

national specificity）等同於「想像的凝聚」（imaginary coherence）或是

「唯一且固定的認同」（a unique and stable identity）。他認為，我們大

可定義一種國族電影，使其能夠處理國家之內的各種社會分歧和差異，

這樣的國族電影不但不會是固定僵化的再現，其本身甚至可以成為一股

批判固定僵化之國族認同的力量。換句話說，如果國族電影能夠成功地

呈現此國家之內「獨有的」複雜社會與文化構成（configurations），就

不必然是「國族主義式的」電影文本，也不會構成「同質化的認同」。 

Hill 的論點極具啟發性，一方面帶領我們跳脫過於強調國族概念之

建構性，以致於在發展在地電影產業上太過消極的困境，另方面更積極

地指出了較為理想且進步的國族電影發展方案。不過，Hill 的文章卻也

傳達出另種印象，讓人以為國族電影的內涵只需照顧到國族之內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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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狀態。事實上，國族電影所須呈現的國族特殊處境不應僅是「境內

的 特 殊 」 （ domestically specific ） ， 也 應 是 「 國 際 的 特 殊 」 （

internationally specific）。 

當然，這裡所謂的國際面向並非前曾提及之 Hedetoft（2000）略嫌

抽象與空泛的「跨越邊界」說法，而是對應於一個現實的物質基礎：在

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國家間或區域與區域間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層

次交流互動，其強度和頻率確實均在急速增加。因此，一個避免僵化的

國族電影概念與實務，必須也要能對上述的現實動態有所回應；而國際

合製電影的操作正好就是進行回應的重要平台。國際合製作品有「潛

能」成為非常正面的機制，用以表現全球化時代的新認同政治（

Murdock, 1996: 107 ） ， 或 是 用 以 探 討 文 化 多 樣 化 與 混 雜 化 （

hybridization）的過程（Baltruschat, 2002: 5）。 

因此，回到本文主題，此處所要建議的是兼具「現實主義」（

realist）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t）意義下的國際合製電影文化與藝

術目標，亦即基於參與合製各方個別的社會現實以及彼此的互動關係，

鼓勵合製電影的內容和形式能夠貼近和再現這些實質關係和動態，而不

是成為任何僵化的、官方的或先驗的「文化融合」載具。 

除了上述各個面向的單獨問題外，面向與面向間的可能衝突也有必

要討論。基本上，經濟效益的衡量與美學表現及文化功能間的關係既矛

盾且複雜。絕大部分私人企業間的國際合製電影計畫（或甚至是國家政

策主導的電影合製）一旦以經濟效益為優先目標，電影成品的美學藝術

表現以及社會文化意涵也就可能在經濟優先考量下被迫簡化、呈現刻板

印象、往下調整標準，或是就此犧牲不顧。 

例如，近年來好萊塢積極投資華人導演拍攝武俠電影，包括李安的

【臥虎藏龍】（2000）與張藝謀的【英雄】（2002）、【十面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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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等，在世界各地票房均有斬獲，有評論者認為這是正面的電影文

化交流（參見如 Klein, 2004, 2003），但也有華人評論者指出，過度運

用電腦特效以及因顧慮西方市場而調整故事和對白，對華語武俠電影的

文化意涵和美學風格都有負面影響（李亞梅，2002；許靜文，2004）。 

另一方面，台灣新電影傳統下的部分藝術電影導演（如侯孝賢、楊

德昌與較晚近的蔡明亮等）卻也證明外國資金的投注與保障不但能夠支

持創作者在個人藝術表現上持續追求，又能在國際經濟意義上持續運

作。只不過這樣的操作，因為以西方和日本的影評人和菁英觀眾為訴求

對象，難以獲得國內通俗觀眾相等的肯定（魏玓，2004）。 

當然，保有本地文化特色、專注於促進本地文化發展，甚至是以反

思本地社會或本國文化現象為目標的電影，也不見得就一定無法在市場

上同時獲得有效回收。例如，目前已成為國際性導演的李安在實際進入

好萊塢體系創作之前所導演的【推手】（1991）和【喜宴】（1992）其

主要資金、創作團隊和演員都來自台灣（包括政府輔導金與中央電影公

司），企畫、行銷和部分工作人員則由美國獨立製片公司「好機器」（

Good Machine）負責。這個小規模的國際合製計畫不但同時在台灣與國

際市場獲得成功回收，其流暢精緻的電影語言與演員表演以及對華人文

化在傳統與現代間的矛盾深入描寫亦廣受肯定；本文接下來的國外案例

探討也將回過頭來就此進一步分析。 

事實上，無論美學或藝術表現之關鍵正在於其不可預測的創新性，

因此首應盡量降低框架與固定標準設定，讓創作團隊能夠開發出新的文

化創意和各種美學可能。不過，就國家政策介入主導的國際合製電影計

畫來說，亦不可能完全將目標放在讓創作者天馬行空地追求個人藝術表

現，而是希望在提升美學與藝術表現的同時，也能發揮記錄與反思的社

會文化功能。兩者間並非必然的對立和矛盾，而是在創作者與政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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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行者之間，對電影應有之文化功能形成共識下，由創作者基於專業

考量融合上述兩個目標。 

總的來說，國際合製電影存在著經濟、文化、美學三個要素間的矛

盾、緊張與拉扯。對於電影製作部門和創作者來說，如何在三角關係中

找到解決方案基本上是創作專業考量，其最終結果也無法完全預測。但

是對促進國際電影合製的政策制訂和執行者來說，如何在適當規範設計

以及最佳支援系統下，兼顧藝術創作實踐所最需要的彈性和開放性，導

引電影製作團隊往達成最理想結果的方向前進和運作，則須做出一連串

明確選擇和決定。 

當然，沒有政策是完美的，尤其是藝術與文化政策的短期或單一成

果更難以保證。在政策設計與實務運作上該如何有效達成此一目標，必

然是高度難解習題；從以下一些重要個案探討或許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肆、國際電影合製政策的設計與架構 

首先，從幾個重要且經國家或公共介入的國際合製案例來看，其宗

旨與目標大都是經濟與文化面向並重。例如，成立於 1989 年並以歐盟

會員國為主要參與者的國際合製基金會「歐影」，是根據 1988 年歐盟

部長會議之第十五號決議（Resolution[88]15）成立。該決議基於歐盟會

員國間有關促進泛歐文化合作的共識，體認到「資訊與傳播技術的日新

月異」及「逐漸提高的視聽內容需求和市場競爭程度」，希望促進歐洲

電影創作與視聽產品發展以迎接隨之而來的「文化和經濟挑戰」，因而

決定設立歐洲輔導基金從財務上支援並鼓勵歐洲電影與視聽產品的合製

與發行（Council of Europe, 1988），之後旋即由參與決議的十二個發起

國家為會員國成立了「歐影」基金，3 並於 1989 年開始執行第一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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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至今「歐影」會員國已陸續增至三十一個，4 歷年來補助的合製

電影計畫也已近一千部之多。 

「歐影」之設立說明開宗明義地提及，該會透過合製、發行與放映

三項補助制度意欲達成兩大目標。第一是「文化的」（cultural）目標，

要戮力支持「能夠反映歐洲社會的多重面向，並體認這些面向其實是來

自於同一文化根源」的創作。 

其次是「經濟的」（economic）目標：該基金會投資歐洲電影工

業，在「考量商業成功的同時也將電影看成是藝術表現，並以此認知來

運作電影」。換句話說，「歐影」所標舉的理念仍以藝術和文化目標為

優先，透過電影反映歐洲社會，並在此前提之下兼顧商業成功。 

另者，設立於北歐理事會（Nordic Council）之下聯合北歐五國（

挪威、瑞典、芬蘭、丹麥與冰島）的北歐影視基金會之評估標準也並重

「內容與藝術」、「生產與行銷」兩大方向。5  

再以從事國際合製最積極的加拿大為例，該國負責推動與他國進行

正式電影合製計畫的協會組織「加拿大影視協會」（Telefilm Canada）

指出，跨國合製協定的目標是要讓加拿大與外國電影生產者「能夠集合

他們的創意、藝術、技術和財物資源」（Telefilm Canada, 2006）。加

拿大與其最主要合作伙伴（並也是歐洲國家中最熱衷於國際電影合製）

法國所訂定的合製協定前言也提到：「以下協定基於我們認定合製能夠

為兩國的電影工業帶來進一步的成長，同時也能提昇兩國之間的經濟與

文化關係發展」（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1983）。 

基於宗旨與目標同時標示了經濟與文化面向，評估申請個案時也就

須兩個面向之標準皆予列入。以「歐影」為例，負責審核的管理委員會

（Board of Management）評選判準包括：（一）申請計畫的藝術價值（

artistic merits）；（二）導演、製片人、藝術方面（包括原著、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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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角等）與技術方面工作團隊的經驗；（三）申請計畫的市場流通潛力

（circulation potential）；（四）申請計畫的商業潛力（commercial 

potential）；（五）參與合製的各方在藝術方面和/或技術方面的合作情

況；（六）申請計畫能夠確保獲得的資金水準（the level of confirmed 

financing）。 

從這些標準可以看出，除了考量藝術品質外，成品的商業潛力與財

務、行銷計畫也是審核重點（NFTF 亦有類似規定，參見同註 5），以

保障合製電影的經濟效益。當然，這些判準的評估絕非易事、極為專

業，也有主觀成分涉入，無論是歐影基金會、北歐影視基金會、加拿大

影視協會的運作皆採任期委員合議制，由主管之文化部門任命專業人士

組成；「歐影」管委會更由各會員國指派代表以照顧同等權利。盧非易

（2003）指出，歐盟的各項影視政策實施以來，小國迭有疑慮，認為可

能造成聯盟內大國對小國的「內部侵略」。具有清楚、公平之遊戲規則

的「歐影」平台設置以及本文稍後將提及的「歐洲電影合製公約」訂

定，都是為了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除在宗旨精神與評選標準兼顧經濟與文化面向考量外，相關合製組

織或協定也制訂其他配套措施，以使合製計畫能夠有效達成參與合製國

家在產業和文化方面的目標，包括以下四個面向： 

（一）訂定補助上限促進市場回收誘因：一般國際合製計畫之輔助

係以無息貸款方式為之，並訂定某個補助比例或金額上限。例如，「歐

影」的總貸款額度不得超過電影總製作成本的 15%，並以 70 萬歐元為

上限；但若電影總製作成本低於 150 萬歐元，則貸款比例可以提高到

20%，目的在於鼓勵參與合製公司自行籌措大部分資金，避免補助單位

過大財政負擔和風險，並給予合製各方謀求一定程度市場回收的誘因和

動機。一旦合製計畫獲利，扣除一定比例的合理利潤後才需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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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銷計畫要求與發行管道保障：任何電影的市場回收都難以

預測，而降低不確定性的唯一方法便是掌控發行管道，這也是好萊塢製

片工業成為世界電影霸主的最主要武器（Wasko, 2003）。因此，國際

電影合製不能只將焦點放在「生產」，也須對「發行」有所保障。 

以北歐影視基金為例，申請劇情電影補助必須附有至少兩個會員國

的戲院放映協議，以及至少一個會員國電視台的放映協議。此外，該基

金會另設有「發行與推廣」（distribution and promotion）的補助專項，

協助北歐電影、電視劇或紀錄片進行本國以外其他地區的發行和推廣，

無論是否獲得製片補助均可申請。這項補助有兩種主要輔導對象，一是

影片在本國已有不錯票房，另一則是觀眾數量也許不多但被認定具有高

品質與推廣價值的作品。 

而在加拿大與法國的電影合製協定中，也提及合作雙方必須設法促

進電影在雙方市場的發行。至於在「歐影」方面，整個歐盟已經架構一

整套的歐洲電影發行保護與補助機制（即本文上節所述之 MEDIA 計

畫），以及從 1989 年實施的「電視無疆界」（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指令，保障歐洲影視產品之電視播映管道。6 歐影基金會也

投注約 10% 的經費用來輔導歐洲電影的發行和上映，但補助對象僅限

於那些未納入 MEDIA 計畫範圍的會員國發行業者。 

（三）國民身份要求與比例保障：由官方介入與推動的輔導合製計

畫使用的是國家公共資源，勢必要考量接受補助者的國民∕國籍身份。

以加拿大為例，參與合製且申請官方補助的加拿大公司必須提出具體完

整文件以證明其國籍身份，如與外國企業集團有某種聯繫關係，也須證

明其為獨立運作之法人組織。另一方面，由加拿大一方所參與的製作

人、工作團隊及控制創意、財物和技術主要核心人士都須具有加拿大公

民身份（Telefilm Canad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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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都設計了一套計點辦法以保障獲得補助個案的「本地身

份」。以歐影基金會為例，他們開放非歐洲國家的參與合作，但是規定

所有申請案主要創作人員（包括導演、編劇、作曲家、攝影等等）與主

要演員（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主角，以參與拍攝的工作天數為準）的

國籍和居住地都須列入考慮。 

此外，拍片片廠與主要拍攝地點、後製地點、實驗室及其他勞務提

供地點是否在歐洲也都是衡量項目。這些項目各有不同比重（見【表

一】），每部申請的劇情片合製案必須至少在 19 點中達到 15 點才算符

合申請資格；其中導演一職則硬性規定必須是歐洲公民。 

表一： 「歐影」有關申請案之歐洲身份的認定記點規定 

項    目 點數 
核心創作者（creative group） 

導演 3 
編劇 3 
作曲 1 

表演者（performing group） 
第一主角 3 
第二主角 2 
第三主角 1 

技術人員（technical craft group） 
攝影師 1 
錄音 1 
剪接 1 
美術指導 1 
片廠或外景 1 
後製場 1 

總計 19 

資料來源：歐影基金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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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制度設計之首要目標是在形式上達到保障本地電影勞動者工

作機會。但 Miller 等人批評認為，這套方法給予所謂「線上」（above-

the-line）文化勞動者（即導演、編劇、演員等非技術層面的文化勞動

者）較多關注，而「線下」的技術工作人員只能因為在片廠或後製單位

工作而被計入兩點，較難從國際合製計畫中獲得工作保障（Miller et al., 

2001: 90-92）。這點批評誠然屬實，卻似又有現實規範上不得已之處，

因為類似規範除了經濟考量外亦有文化作用。 

（四）文化特殊內涵的保障：主要創作者的國籍身份限制是基於本

地導演、編劇和主要演員的參與，能夠因此創作出具有本地屬性之電影

內涵。例如，歐影基金會的網站提及，相關條件的限制目的是使申請計

畫從文化起源、投資、權益等三方面都是「歐洲的」（European），因

此申請補助的合製計畫必須「起源於」會員國之一，由該國「主要負責

一部電影創作的發想、財務、藝術和技術方面，以及最終的成品」。在

宗旨上，歐影基金會也提到合製電影要能「反映歐洲社會的多重面

向」，而這些面向「來自於同一文化根源」。 

這套設計假設具有本地公民身份的創作者至少相對上能夠呈現出本

地特色或是反映本地社會；當然，這是無法保證結果的矛盾假設。事實

上就文藝創作自由角度而言，或就本文前節討論的國族文化定義困難來

說，創作者身份不應被當成保證，只能算是設下某種條件。 

相對來說，北歐影視基金會之規定就較為寬鬆：一般影視產品的生

產 補 助 並 不 需 要 非 得 是 「 泛 北 歐 主 題 」 （ no pan-Nordic thematic 

requirements）。不過，影視創作發展計畫（Project Development，即處

於籌備與發展階段的創作計畫）之輔導則仍以具有「北歐觀點」（

Nordic perspective）為優先補助對象。 

小結以上所述，儘管市場回收的不確定性如此之高，且文化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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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難以或不應設定，但是上述這些由官方介入的合製補助機構或辦

法為了能夠達成並兼顧其經濟與文化目標，仍然設計了相當詳細的規則

與配套措施。至於這些規則與措施的成效如何，下節進一步討論。 

伍、國際電影合製案例的成效與評估 

電影這類文化產品的市場回收向來具有高度不確定性，儘管國際合

製電影的條件較為穩定（如前述之基本市場擴大、政府補助或稅制優

惠、發行流通之保障等），同樣無法保證市場成功。Finn, Hoskins 與

McFadyen（1996: 157）透過量化統計方法曾從 1970 到 1991 年間抽樣

347 部加拿大電影進行研究，發現國際合製影片與純粹國產影片之票房

成績並無明顯強弱之別，最主要變項反而在電影類型。 

他們的資料顯示，以加拿大經驗來說，國際合製電影在文藝與神秘

類型的商業表現較佳，但是部分喜劇與恐怖類型電影則是國產作品賣座

較好。Finn 等人（1996）的研究也發現，適度提高電影製片預算有助

於在競爭激烈的國際市場取得回收，且不必然減損合製電影的藝術或文

化表現。 

以整個歐盟經驗來看，近年來其國際合製電影之票房表現尚稱正

面。根據歐盟內部資料庫統計，1996 年到 2002 年間觀影人數最多的前

五十部歐洲電影有十部是歐洲內部合製。若單計 2002 年，則該年觀影

人數前五十部歐洲電影中有二十一部為歐洲內部合製電影（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2004: 93-94）。 

至於歐影基金會的個案方面，Miller 等人（2001: 90）指出，歐影

基金雖然設有影片獲利後的基金回流制度，但是該基金會成立到 2000

年為止還沒有任何一年的回流資金能夠超過一百萬歐元（除成立第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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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歐影基金的年度預算大都在一千三百萬到二千萬間）。 

此外，魏玓（2005b）曾以 2000 年歐影基金會補助之合製電影為例

進行研究，發現該年補助的四十三部電影在歐洲主要地區的票房表現分

佈相當分歧，有十五部電影的觀影人次在 1 萬到 10 萬間，十一部在 10

萬到 50 萬間，50 萬到 100 萬間者有五部，100 萬以上的高票房電影也

有三部；相對而言，有六部在 1 萬人次以下。 

若以取得歐洲市場一百萬以上觀影人次的個別電影來看，如上映當

年在所有「歐影」補助電影中最受歐洲觀眾歡迎的【鋼琴教師】（La 

Pianist, 2002），其製片預算約在 350 萬美金以下，全球票房收益估計

超過 900 萬美金，投資報酬率不錯。再以隔年獲得美國奧斯卡與金球獎

最佳外語片的【三不管地帶】（No Man’s Land, 2001）為例，製片預算

約 280 萬美金，全球票房超過 480 萬美金。7 當然，這樣的票房表現跟

好萊塢賣座電影在歐洲市場動輒上千萬的觀影人次相比，仍有很大一段

距離。 

不過，無論從個別票房或將合製電影獨立出來觀察評估國際合製電

影的經濟效益，都不見得是最恰當或最重要的取徑。例如，Jackel（

2003）研究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逐漸興起的國際電影合製風潮，發現合

製電影在 1950 年代的法國與義大利電影工業復甦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除了部分合製電影賣座外，也製造了更多受歡迎的本土電影明星、

帶動更多電影生產數量以及整體電影觀賞人次的增加；換句話說，適當

的合製電影政策可以帶來活絡整體電影工業的良性動力。 

根據「歐影」網站資料統計，自 1989 年以來，「歐影」共補助

948 部合製電影計畫（絕大部分是劇情長片，僅有少量紀錄長片），總

貸款金額為 2 億 6 千 8 百餘萬歐元，平均每部貸款金額約 28 萬歐元。

如以貸款補助佔總製片預算的上限 15% 來估算，這十五年來，「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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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動的整體製片預算至少是 17.8 億歐元，每年平均超過 1 億歐

元，而每部合製計畫也帶動了平均 186 萬歐元的製片預算。 

因此，基於認可「歐影」機制在「促進歐洲電影合製上的成效」以

及持續推動合作的需求，歐洲理事會乃於 1992 年通過「歐洲電影合製

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Cinematographic Co-production, 1994 年

正式生效），進一步賦予歐盟內部國際電影合製法律地位的規範，以使

歐洲國家間的電影生產多邊合作能夠更為明確並有所依循（Council of 

Europe, 1992）。 

事實上，「歐影」機制創造的合作平台對部分相對弱勢或復甦發展

中的歐洲國家電影工業也有關鍵性正面影響，如盧森堡、捷克、斯洛維

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在本國相關評估報告中都肯定「歐影」基金刺激本

地電影生產之功（Film Fund Luxembourg, 1999, 2000;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Czech Republic, 2005;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2005）。 

至於另外兩個例子，即加拿大影視基金會的年度預算約為兩億美

金，而其推動的國際合製計畫在 2003 年到 2005 年間每年帶動的電影產

值達 3 億 3 千 5 百萬美金（聞天祥、羅海維，2006；Telefilm Canada, 

2006）；北歐影視基金會補助國際影視合製的年度預算則在 6 千 7 百萬

挪威幣左右（約合 994 萬美金）。近十年來，國際上對於這兩地（區）

的電影工業表現亦多所肯定。 

總的來說，公共資金的投入與帶動對促進區域性電影生產合作、本

地電影工業的生存和發展、本地電影創作與技術人員的工作保障，均具

重大實質意義，而這樣的成效無法單從個別的、短期的電影票房成績來

判斷。 

而在合製電影的文化與藝術表現成效方面，亦如本文前述討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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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事前設定和保證又難以事後評估判斷。Finn 等學者（Finn et al., 

1996）的加拿大案例研究顯示，比起純粹的國內製作電影，國際合製電

影不見得就較不能呈現加拿大特殊性，何況國際合製電影也曾獲得更多

藝術與美學之影評肯定。不過，由於該研究缺乏更多變項分析，我們無

法得知不同型態的國際合製電影之藝術和文化表現差異。 

此外，在重要國際影展中獲得肯定可視為是某種藝術與美學成就的

指標。8 根據魏玓（2005b）對於「歐影」個案的研究，該基金會歷年來

補助的九百多部影片中，獲得歐洲大小影展重要獎項不計其數，也有多

部電影曾經獲得美國金球獎和奧斯卡獎的最佳外語片等獎項，如 2005

年獲獎的【點燃生命之海】（The Sea Inside, 2004）。 

以 2000 年獲得貸款補助的四十五部合製電影（含兩部紀錄片）為

例，超過一半（二十六部）在國際影展中入圍競賽或贏得大小不等獎

項。成績最好的當屬【三不管地帶】，該片獲得了包括法國凱薩獎最佳

首部電影以及奧斯卡和金球獎的最佳外語片獎。 

【三不管地帶】不僅在美學和藝術成就上獲得肯定，其蘊含的文化

政治意義也受到矚目。電影故事設定在 1993 年波士尼亞與塞爾維亞間

因種族和宗教問題引發戰爭，一名波士尼亞士兵和一名塞爾維亞士兵因

為偶然巧合陷入同一戰壕進退維谷，而另名重傷波士尼亞士兵則困在一

觸即發的地雷上動彈不得。這個荒謬的情況在其他強國（德、法、美為

代表）組成的聯合國部隊及追逐聳動新聞的媒體記者（英國商業電視為

代表）介入下，演變得無法收拾。最後敵對兩名士兵終究還是殺了對

方，第三名士兵則因地雷無法拆除而被西方強國軍隊及只重視衝突畫面

的西方媒體拋棄在現場。 

這部電影的創作團隊以流暢電影語言與風趣對白凸顯出波、塞戰爭

的荒謬性和無意義。片中兩位主角雖然意識到彼此生活與文化的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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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認為這是一場瘋狂戰爭因而展開了理性的對話，但終究無法建立互

信以致兩敗俱傷。另一方面，本片也以諷刺手法批判了西方強國和媒體

的虛偽，自以為居於人道立場而介入其他地區的軍事紛爭，往往讓情況

更為惡化。而最後那位被遺棄的波士尼亞傷兵躺在地雷上的孤獨無言景

象，正是西方列強「幫倒忙」反讓許多國家深陷更嚴重危機的最佳寫

照。本部電影成功地完成了紀錄和反思在地社會和整個當代歐洲的使

命，也具體實踐了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現實主義」、「物質主義」的合

製電影創作取向。 

除了類似【三不管地帶】這類以較直接方式觸及當代歐洲議題外，

「歐影」片單中也有許多更接近傳統歐洲藝術人文電影風格的作品，以

不同方式再現歐洲文化和社會；這裡再以已故波蘭導演齊士勞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在 1990 年代接受「歐影」基金補助創作，由法

國與波蘭電影公司合作的「藍、白、紅三色電影」為例說明。 

奇士勞斯基的電影向來以處理人際間的感情、倫理和生命問題著

稱，這三部電影也不例外。不過【藍色情挑】（Bleu, 1993）以當時風

起雲湧的歐洲共同體成立為背景，講述法國音樂家與其妻子的故事；

【紅色情深】（Rouge, 1994）則將背景搬到了歐洲整合運動的核心城

市日內瓦。【白色情迷】（Blanc, 1993）更直接以波蘭丈夫和法國妻子

間的感情關係為故事主軸，暗示了歐洲整合過程中弱勢國家（波蘭）與

強勢國家（法國）間的權力關係。 

雖然三色電影的原始理念來自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

愛」，主要出資者也是法國公司，因此曾經引發三色電影是否彰顯法國

文化的爭議（Dobson, 1999）。不過奇士勞斯基透過人倫關係的深刻描

寫，應可說已超越了單一國族文化的範疇，呈現了當代歐洲劇烈變遷過

程中人民所共同面對的社會和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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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歐影」補助的電影在文化和藝術表現上並非沒有被認為失

敗的例子。Miller 等人（2001）就以 1999 年一部由法國、德國和義大

利合製（投資比例分別為 51%、33%、16%）的大製作商業電影【美麗

新世界】（Astérix et Obélix Contre César, 1999）來質疑國際合製策略。 

這部電影改編自歐洲通俗漫畫 Astérix et Obélix，講述羅馬凱薩大帝

侵略法國的故事，是歐洲電影工業少見的大規模商業製作。其預算

4,500 萬美元，全球票房達到 1 億 1 千 100 萬美元，在經濟規模上無疑

算是成功。但是 Miller 等人（2001: 94-97）指出，這部電影只想模仿好

萊塢通俗商業電影的緊湊直線敘事與大量視聽特效，文化和美學表現乏

善可陳。 

一位來自瑞士的影評人在「網路電影資料庫」（IMDB）上寫道：

「如果你是歐洲人，當然知道 Astérix et Obélix 這部漫畫，不過【美麗

新世界】真的令我憤怒。它一味只想模仿美國的大製作電影……，但是

改編得恐怖又討厭，特效尤其糟糕透頂」。9 然而，【美麗新世界】確

實在歐洲各地成為熱門話題，並在全球創造了超過一億一千萬美金的票

房收益，法國大報《世界報》（Le Monde）甚至認為這部電影「對抗了

美國電影霸權」（引自 Miller et. al., 2001: 94）。 

即使不談經濟效益，換個角度思考，【美麗新世界】這樣的例子也

不能說是完全沒有價值，至少歐洲電影工業嘗試利用本地通俗文化元素

轉換成商業娛樂電影。畢竟，由歐洲社會主導的文化和視聽生產試驗其

在文化和商業上的意義究竟為何，或者是這樣的路線是否應該繼續或修

正，也就依然相對是歐洲內部進行的過程，而非由外來企業或國家所主

導的；這樣的自主意涵不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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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積極進步的國際電影合製思維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到蔚為風潮的國際電影合製並非解決

本地電影工業發展困境的萬靈丹，也不是一張發揚本地國族文化或是創

造精彩融合文化的保證書。任何對於國際電影合製的簡化想像與定義或

是不加思索的採納與推動，都有可能得到完全不符期待的結果。 

不過，相對於純粹商業性國際電影合製以獲取更大利潤為主要考

量，由國家與公共資源介入的國際電影合製確實較能兼顧經濟與產業效

益以及文化與藝術成果，也為好萊塢之外的民族國家電影工業提供一個

適應全球化環境的生存和發展策略。 

我們發現，國家介入的國際電影合製策略必須投注一定資金，但應

避免以經濟效益為主導性考量，否則不利於文化與藝術發展的長遠目

標，甚至製造出更多文化刻板印象或膚淺國族文化內涵。另一方面，相

關政策也不應以主流或官方的國族文化設定合製電影的內容方向和評估

標準，而應讓國家或國家委託之獨立單位扮演資源提供和環境建立的角

色，透過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合製協定以及適當的補助輔導措施，讓本地

電影公司和創作者能夠獲得較好創作條件，進而與其他地方的電影工作

者共同激發出創意和文化的多樣性。 

於是，回到本文稍早所述，國際電影合製涉及了經濟、文化和美學

三個要素互動所構成的三角動態關係。這三者間存在著潛在矛盾的緊張

拉扯，但並非必然與截然的對立，仍有達到平衡、兼顧的可能。在此一

兼顧與平衡過程中，國家或公共機構必須設計適當資源分配與引導政

策，並結合全球市場條件及本地電影產業的優劣勢，最後則須有創作人

員帶有自主意識和明確目標的創作活動來完成（參見【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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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際合製電影的動態關係 

 

由此看來，本文一開始提到台灣電影主管單位企圖將國片定義認定

放寬，以促進國際合製作為復甦國片工業的手段，確實顯得過於簡化也

不夠周延。事實上，就在這個法令修改後的隔年（2004 年），合製電

影的數量與市場表現不增反減：該年台灣出產的二十一部劇情長片中，

僅有四部具有國際合製性質，票房表現也不盡理想 10。 

就此論斷這個措施的成敗當然還嫌太早，但是如果台灣確實有意利

用國際合製振興本地電影工業和電影文化，並且善用當前全球化趨勢所

帶來跨國合作的種種新可能性，那麼從國外經驗及上述討論中，我們至

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重要政策設計與執行的建議，以調整目前過於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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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思維： 

（一）確立兼顧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政策目標：必須體認並重視電影

的藝術和文化作用，而不是將國際合製視為單純商業活動，否則可能生

產出與主流好萊塢電影類似的產品，喪失發展本地電影文化的意義。相

對的，國際合製策略的推動當然要能兼顧增加經濟效益的目標，不過所

謂增加經濟效益其意義並不僅在於提高私人企業的利潤，而是要能藉此

活絡本地電影工業並保障電影工作。 

（二）考慮合作對象在文化與社會的共通性：既以文化為首要目

標，那麼除了希望國際合製能夠發展本地電影文化外，更重要的是能藉

此促進不同國族與文化間的互動和交流。因此，具有一定的共享文化元

素或者面對類似的國際關係和國內發展問題，以及彼此間有重要社會交

流經驗的國家或地區，才是首要合作對象。對台灣來說，包括中國大陸

在內的亞太地區應比美國或是歐洲更適合成為推動國際合製的夥伴；盧

非易（2003）即曾主張東亞地區的電影工業合作和聯繫。 

（三）詳盡的規範與專業的委員會機制：推動電影的國際合製應有

詳盡規範，包括接受補助與還款、評選方式與標準、參與合製各方之比

例與國籍認定等，才能以這些條件引導合製計畫往設定的經濟和文化目

標前進。此外，亦應成立由專業代表組成的獨立決策和評選機制，這個

專業委員會除能代表參與合製各方利益外，也能發揮彈性考量作用，以

跟硬性規範產生互補，促進合製目標的達成。 

（四）透過制度協助，由創作者完成合製電影的文化、藝術和經濟

三合一任務：在上述目標確立以及整體制度的完善規劃後，相關政策無

須再給予創作者細部指示或干預創作過程，而應該讓創作者在較低經濟

壓力下自行發展出能兼顧和融合文化、藝術與經濟三個目標的創作方

案。不過，公共資源介入必須有其政策目標，因此還是應該在最初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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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特別鼓勵這類提案：在故事主題上能夠反映合作國家之間現實社

會關係的創作計畫（例如，各方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或歷史經驗，或者

是有關各方之間移民、通婚、通商等等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國際互動現

象），而在美學和藝術的表現上，也能夠藉由來自不同地區和文化背景

的創作人才之間的創意交流和激盪，展現出多樣化的、具有創新意義的

電影藝術和美學。相對的，政策選擇應避免特定創作者個人的藝術成就

追求，以及模仿或抄襲好萊塢商業電影的利益導向之作。 

當然，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合製電影計畫都能夠達成上述的三合一

任務，但是在適當的政策架構基礎之上，持續且穩定地推動，並將之定

位為民主的、多元的、跨國的文化交流與建構過程，對於參與合作國家

本身以及合作國家之間的文化與經濟發展，應該都將有一定的貢獻。 

註釋 

1 本文為作者主持九十三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全球化時代的民

族國家電影工業生存之道︰國際合製（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

策略的探討與評估」（編號 93-2412-H-032-002）之部分研究成

果。作者感謝兩位匿名評審以及編委會給予的寶貴意見。 

2 相關資料請參見網頁： 

http://ec.europa.eu/comm/avpolicy/media/index_en.html（上網日期：

2005 年 2 月 20 日）。 

3 這十二個發起成員國為比利時、塞浦路斯、丹麥、法國、德國、希

臘、義大利、盧森堡、荷蘭、葡萄牙、西班牙、瑞典（參見

http://www.coe.int/T/E/Cultural_Co-operation/Eurimages）。 

4 以下其他十九個會員國按加入時間順序為：冰島、挪威、瑞士、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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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利、芬蘭、土耳其、奧地利、波蘭、愛爾蘭、保加利亞、捷克、

斯洛伐克、羅馬尼亞、斯洛維尼亞、拉脫維亞、克羅埃西亞、馬其

頓、愛沙尼亞、塞爾維亞（2005 年 1 月）。英國曾於 1993 年加

入，但在 1997 年退出。 

5 參見該基金會網頁 http://www.nftf.net/AboutNFTF.html。 

6 該指令規定歐盟會員國的電視頻道播送歐洲自製節目的比例不得低

於 50%，但並不具強制力。相關探討可以參見國內文獻馮建三（

2000）。 

7 此處製片成本與票房數據資料統整自以下三個網站： 

http://lumiere.obs.coe.int;  

http://www.imdb.com;  

http://www.boxofficemojo.com/。 

8 此處必須再次強調，國際大小影展的評比結果只能是電影之藝術成

就的「一種」指標，不具有絕對高度，也不具有普遍意義。 

9 引自 http://www.imdb.com/title/tt0133385/.（上網時間：2005 年 2 月

20 日） 

10 這四部電影是【20、30、40】（台、美）、【五月之戀】（台、

法、中）、【空手道少女組】（台、中）與【天邊一朵雲】（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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